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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的欢聚、 回顾与展望
——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欢聚会和学术研讨会纪要

一位学者在一个村子里持续进行了60年的调查，不仅跟踪描述村民的生产与生活，更将其作为一个样
本，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种样子或类型来透视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迁，无论在社会学还是人类学都是
绝无仅有的例子。1996年9月19日至21日，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北京大学和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的 “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欢聚会” 和 “ ‘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 学术研讨会暨
贺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 在江苏省吴江市吴江宾馆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中共中
央统战部、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江苏省人民政府、 北京大学和海外学者代表均在欢聚会上致辞。 来自
中国、 中国台湾和香港、 印度、 韩国、 日本、 英国和美国的海内外专家学者近200人参加了欢聚会，其中40
多人参加了学术研讨会，32人在学术研讨会上作了大会或小组发言。

为了这两个会议，费孝通教授专门献上他的最新学术成果 《爱我家乡》 （群言出版社，1996） 、 华人著名
人类学家丛书 《费孝通选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 和 《学术自述与反思》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1996） 三本书；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专门出版了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上、 中、 下） （天津人民
出版社，1996） 。 专门献给这两个会议的专门著作还有 《犁过的土地——记 “志在富民” 的费孝通教授》 （群
言出版社，1996） 、 《乡土足音——费孝通足迹·笔迹·心迹》 （群言出版社，1996） 和 《江村——江镇——庙
港发展的脚步》 （中国文史出版社） ，还有 《费孝通图集》 （群言出版社） 等。

在 “欢聚会” 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的贺信指出，60年来，为了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
化发展，费孝通教授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我国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事业，成就卓著，影响巨大；建国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费孝通教授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身先士卒、 殚精竭虑、 开拓进取、 成绩
斐然；60年里，费孝通教授不仅取得了一系列学术界公认的重要建树，而且教书育人，培养了一批学生，促
进了新一代社会学人才的健康成长；所有这些，不但在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巨
大贡献，而且推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建设。 国家教委的贺信还认为，费孝通教授60年学术生涯所表
现的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坚持实事求是、 脚踏实地的严谨求实的学风，志在富民、 一生献身于
民族振兴、 祖国繁荣和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更是当代学人的楷模。 近些年来，费孝通教授还以自己丰富的
学识、 宝贵的经验和巨大的声望，为我国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出计献策，推动我国社会科学事业
的繁荣和发展。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在致辞中说到： 费孝通教授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可以说他毕生
都在实践 “志在富民” 的宏愿；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 民盟中央副主席
丁石孙教授特别指出，费孝通教授60年的学术实践不仅有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而且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
关注未来社会的重大课题，即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的贡献问题。 北京大学副校长梁柱教授自
豪地表示，费孝通教授60年学术实践的成就是北京大学2万多师生的骄傲，《江村经济》不仅是本世纪30—
40年代正在形成的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而且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财富；《行行重行行》 是改
革开放以后费孝通教授10年实地调查的精华，继续并加强了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传统，但他却强调
“但开风气不为师”。

大约60年前，当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 B．K．M alinow ski） 把 《江村经济》 称之为人类学发展的里程
碑时，他可能并没有预料到60年后，里程碑的作者还会平心静气地再来咀嚼这个英文词里所饱含的希望与
期待；当1962年弗里德曼教授 （ M aurice Freedman） 在纪念马林诺夫斯基的演讲上提出 “A Chinese phas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时，他大概也没有想到35年后会有一批中国本土与海外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在中国的
土地上共同讨论他的 “Chinese phase” 的真正含义。

在连续2天的学术研讨会中，尽管32人的发言被分成了7组，而且论题涉及学科建设、学术思想和治学
方法探讨、 婚姻家庭和中国文化，但中心议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 费孝通教授60年学术活动的影响。 这里
仅择其要以叙之。

就 《江村经济》 而言，学者们认为，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历史上，帕克 （ Robert Park） 和布朗 （ A．R.
Radliff—Brow n） 都在中国讲过社区研究，是 《江村经济》 第一个把功能主义方法运用到了中国社会的研究，
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把当时前沿研究方法带到了中国。 因此60年前江村调查的意义已经不只在 《江
村经济》 本身，因为，后来费孝通教授的类型与模式比较和区域研究都是来自江村，这样江村调查实际上变
成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研究范式，而不是纯粹的社区研究。这是其他人类学家做不到的，也是马林诺夫斯基、
布朗和帕克都想象不到的。 另一方面，传统的人类学做异族、 初民社会研究的，《江村经济》 则进入了本土的
文明社会，这说明人类学可以成功地研究本土的文明社会，它可以从一个小社会看到一个大文化，譬如 “差
序格局”，因此，其延伸的理论可能会比问卷调查更加深入，其实后来的汉人社会研究都是沿袭 《江村经
济》 的传统。 同时，《江村经济》 还把人类学带入了应用，因此，江村调查的遗产是全面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者们的讨论还使我们体会到江村调查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意义。西方的发展模式
之所以在60年代以后受到挑战不是因为它忽视了人以及由人所携带的文化因素，正如西方的人文研究表现
为一种两极化的分析取向一样；费老的研究重视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如重视个人与群体的复杂关系、 重视
基层社会中的复杂网络等，使得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重视人和文化因素对发展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
文化的蕴涵也存于费孝通教授60年的学术实践中。就学科本身而言，费老的同班同学、英国的利奇教授 （ Ed-
mund Leach） 也将人类学比作游戏，认为人类学是人类学本身发展的工具，是展示个人天才的所谓纯学术的
人类学，而费老把 “为人民服务” 放在了人类学之前，使人类学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这种现实感使费老在江
村调查的基础上把人类学在微型社会调查扩展到区域的研究；尽管利奇和费老的人类学在技术上都是运用
“田野调查” 的方法，但利奇强调的是对异文化的 “研究”，费老则强调从本土文化的现实中学习。

与会的一位美国学者直截了当地说： “马林诺夫斯基是对的，但他却并不知道他对在哪儿。” 因为马林诺
夫斯基没有意识到费老对本土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不仅是人类学从异域到本土、 从野蛮到文明的研究对象跨
越，而且包括学科界限的跨越。 如果把观察人们生活细节的目光转移到本土社会，那么他就跨出了人类学并
进入了经济学家的领域。但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抽象的经济活动而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费老的研究
暗示了经济学可以走出抽象概念的藩篱并进入人们的生活。当然，真正有权威的经济学家仍然是那些进行抽
象的经济研究的人们，但是费老的60年学术实践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学家并不只是研究异族文化的专家，对
于本土 社会即使是工业化的本土社会，他们的研究与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一样有价值。

费孝通教授用他的长文 《重读 〈江村经济·序言〉》献给研讨会，但在会上，他并没有直接宣读这篇论文，
而是强调指出，时代的变化使他不能停下手中的笔，他目前正在关注一个更新的问题： 文化的接触、 传播与
变迁及其给人们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 （邱泽奇）


